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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58226489][bookmark: _Hlk60131758]摘要：将能源和环境作为投入要素纳入传统的产出密度模型，就工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进行理论阐释。在此基础上，以2003-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的数据为样本，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工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城市间差异显著；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工业集聚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存在环境规制、工业企业规模和政府支持力度的门槛效应。基于此，提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全面提升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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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energy and environment as input factors into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on density model, and theoretically explain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the cities'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data of 9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03 to 2018, we use the super-efficiency SBM model considering undesired output to measure the cities'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use the spatial Dubin model and 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cit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overall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9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hows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ities. The cities'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innovation is an inverted U-shaped, and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innov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significant threshold effects 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dustrial enterprise scale and government support.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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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引擎，定位于建设宜居宜业宜游湾区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无疑已成为落实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定位的重要内涵和政策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重点，加强内地同港澳技术创新、生态环保和人才交流等方面的合作。《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019）》再次强调，粤港澳大湾区要贯彻落实创新驱动战略，着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以科技为驱动力促进经济绿色发展。国家高度重视粤港澳大湾区绿色技术创新，提升绿色创新效率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城市群建设的本质特征是集聚经济效应[1]，而工业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争创国际一流湾区的核心竞争力所在，研究工业集聚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绿色创新效率的测算
常用的效率测算方法有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2]、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3]、随机前沿分析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4]。数据包络分析法由于不受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被广泛用于测算绿色创新效率。任耀等采用DEA-RAM模型对2001-2013年山西省11个城市的绿色创新绩效进行了测算[5]；钱丽等以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两阶段DEA模型测算了我国30个省份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6]；朱承亮等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和ML指数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测算了专利密集型产业的绿色创新效率[7]。
（二）产业集聚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从现有研究的结论来看，产业集聚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1）产业集聚有利于创新效率的提升。余泳泽等、原毅军和郭然分别运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和省际面板数据证实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8-9]。杨浩昌等运用中国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10]。（2）产业集聚不利于创新效率的提升。谢子远和鞠芳辉以中国53个国家高新区为样本研究发现，产业集群会对国家高新区的创新效率提升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11]。谢露露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本地制造业集聚会显著抑制创新效率的提升[12]。（3）产业集聚与创新效率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谢子远和吴丽娟、谢臻和卜伟的研究均表明产业集聚与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13-14]。
综上分析可以发现：（1）现有文献对产业集聚与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主要基于行业或省际层面，聚焦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层面的文献甚少；（2）多数文献基于不考虑能源与环境约束的创新效率视角，即使有少量文献基于绿色创新效率视角，但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测算主要采用传统DEA模型或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鲜有文献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绿色创新效率；（3）现有对产业集聚的研究主要基于产出密度模型，但尚未发现有文献将能源和环境作为投入要素纳入产出密度模型，对产业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阐释；（4）多数文献采用非空间计量方法，忽略了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5）国内关于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几近空白。
[bookmark: _Hlk59828317][bookmark: _Hlk60131813]基于此，本文首先将能源和环境作为投入要素引入传统的产出密度理论模型，对工业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数理推导；其次，利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2003-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最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以期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和工业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三、理论模型与机理分析
（一）理论模型
[bookmark: _Hlk59637623]本文在Ushifusa & Tomohara（2013）产出密度模型的基础上[15]，尝试将能源和环境要素纳入模型框架，以探讨工业集聚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主要基于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构建产出密度函数，而鲜有文献同时将能源和环境要素纳入其中。虽然邵帅等首次考虑了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碳排放）[16]，从投入端将能源要素引入生产函数，从产出端将环境要素与GDP直接加总后纳入生产函数。然而，环境污染作为负向产出指标，将其与正向产出指标（GDP）简单加总，缺乏合理性。鉴于此，本文将能源和环境视为投入要素纳入产出密度函数。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表示城市的单位面积产出，和分别为单位面积的劳动、资本、能源和环境投入，表示综合考虑技术创新活动中R&D人员、R&D资本、能源、环境与期望产出的绿色创新效率，和分别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和城市土地面积。
[bookmark: _Hlk60249629]Ushifusa & Tomohara（2013）的产出密度基本模型为，本文从投入端对其进行如下拓展：

其中，表示单位面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用以衡量工业集聚度。为工业集聚系数，越大表明工业集聚的外部性越强。为投入要素的综合贡献率，表示因拥挤效应造成的要素边际生产率递减。
对（2）式整理可得：

在均衡状态下，资本的边际产出与其价格（即利率）相等，由此可得：

将（4）式代入（3）中可得：

对（5）式两边取对数可得：

其中，。
由（6）式可知，在考虑空间因素的情况下，工业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密切相关。当时，工业集聚会促进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当时，工业集聚会抑制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
（二）机理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存在着促进和抑制两方面的作用。当时，工业的适度集聚主要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基础设施和劳动资源共享效应、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合作竞争效应产生正外部性，优化资源配置和实现规模经济，进而促进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当时，工业的过度集聚主要通过拥挤效应、环境负效应以及恶性竞争效应产生负外部性，使得产出规模持续扩张、污染排放增加和企业间竞争加剧，进而抑制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绿色创新效率不仅受工业集聚程度的影响，还与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投入与产出密切相关，其作用机理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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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作用机理
四、实证研究设计
（一）实证模型构建
1.超效率SBM模型
传统径向DEA模型未对投入产出变量的松弛性问题加以考虑，而基于松弛变量的SBM模型存在无法对多个效率值为1的有效决策单元进行比较的缺陷。因此，本文采用托恩（Tone）在SBM模型基础上提出的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绿色创新效率[17]。
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视为生产决策单元，假设生产决策单元在第期利用种投入，得到种期望产出和种非期望产出，则城市第期的投入产出向量可以表示为。超效率SBM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值，Q为生产决策单元（DMU）的数量，为第个决策单元第期投入产出值的权重向量。
绿色创新效率是综合考虑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后对创新能力进行衡量的重要指标，注重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根据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测算的内涵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下：
[bookmark: _Hlk58857547]（1）创新投入。投入指标包括劳动、资本和能源三类要素投入，分别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数量（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资本存量（万元）和新产品开发经费存量（万元）、工业用电量（万千瓦时）表示。
鉴于R&D资本存量无法直接获得，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对其进行估算[18]。基期为2003年，参考李向东等的做法[19]，基期R&D资本存量等于当年R&D经费支出/（折旧率+R&D经费支出年均增长率）。
R&D支出价格指数的估算沿用聂名华和齐昊的做法[20]，基于R&D经费支出的构成，对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公式如下：

R&D资本存量折旧率的估算参照余泳泽的做法[21]，将资产性支出的折旧率设定为17%，非资产性支出部分的折旧率设定为20%，计算公式如下：

式（8）和（9）中，和分别表示R&D支出价格指数和资本存量折旧率，和分别表示资产性支出和非资产性日常支出，表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表示消费价格指数。另外，新产品开发经费存量的估算方法与此类似，故不再赘述。
[bookmark: _Hlk60249942][bookmark: _Hlk69137160]（2）期望产出。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万元）和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件）予以衡量。新产品销售收入采用各城市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统一折算成以2003年为基期的不变价。现有文献大多采用专利申请数或授权数衡量绿色创新能力，但不能真正反映企业的绿色创新，因此本文选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来表征绿色创新能力。根据“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列示的绿色专利分类（IPC）标识编码，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公布公告系统（http://epub.sipo.gov.cn/），对专利类型、IPC分类标识编码和申请人地址进行设置，识别并核算出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
（3）非期望产出。借鉴黄磊和吴传清的做法[22]，选取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吨）、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吨）作为非期望产出。
一般而言，如果选取存量指标测度绿色技术创新投入，表明已考虑投入与产出的时滞性；如果创新投入选取流量指标测度，则需设定1年或2年的滞后期。本文已选取存量指标，故未做滞后处理。
2.空间面板计量模型
[bookmark: _Hlk59006697]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工业集聚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涉及空间自相关性检验、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选择与设定和空间效应分解。
（1）空间相关性检验模型
[bookmark: _Hlk58921976]为避免空间计量回归结果产生偏误，在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之前，需要对绿色创新效率是否具有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因此本文采用全局和局域指数对绿色创新效率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
①全局指数
全局指数用于判断绿色创新效率在粤港澳大湾区全域范围内的空间相关状况，计算公式如下：

②局域指数
局域指数用于反映绿色创新效率在粤港澳大湾区局部区域的空间相关性，计算公式如下：

式（10）和（11）中，，为城市数，和分别表示城市和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为空间权重矩阵。指数的取值范围为，正值表示存在空间正相关，负值表示存在空间负相关，指数为0则表示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2）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
为了综合考察地理空间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构建了4种空间权重矩阵，分别是空间邻接权重矩阵、经济发展权重矩阵、人力资本权重矩阵和研发能力权重矩阵。空间邻接权重矩阵根据城市的地理位置是否邻接进行设定，若两个城市有共同的边界或顶点，则令，反之。参考朱平芳等的做法[23]，根据各城市之间的人均GDP对空间权重进行赋值，以构建经济发展权重矩阵，具体方法如下：

其中，为观察期内城市的人均GDP均值，为所有与城市具有共同边界或顶点的城市组成的集合。人力资本权重矩阵与研发能力权重矩阵分别根据平均受教育年限和R&D资本存量的相对差异对空间权重进行赋值[24]，具体的构建方法与上述类似，不再赘述。
（3）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与设定
理论机理分析和现有研究表明，工业集聚和绿色创新效率均具有一定程度的空间相关性，若忽略其固有的空间关联性很可能会使实证结果产生偏误，因此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空间杜宾模型（SDM）综合了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的优点，既能捕捉因变量与自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又能考虑误差项的空间相关性，同时它在不同参数设定条件下可以退化为SAR模型和SEM模型。因此，本文选择SDM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由于前文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测算已考虑劳动投入、能源投入、环境投入和期望产出，故此处不再将劳动投入强度、能源投入强度和环境投入强度纳入SDM模型。此外，考虑到工业集聚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可能呈倒“U”型关系，本文将工业集聚度的二次项引入SDM模型，基于（6）式建立如下SDM模型：

其中，表示城市，表示年份，代表绿色创新效率，为空间权重矩阵；表示工业集聚度，与前文理论模型做法一致，选取单位面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予以度量。为工业集聚度的二次项，为待估参数，为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滞后项系数，为自变量的空间溢出系数，为常数项，为随机误差项。
为了考虑除工业集聚度之外的其他因素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引入如下控制变量：产业结构，选取工业增加值占城市GDP比重度量；所有制结构，选取规模以上工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度量；工业企业规模，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比重度量；政府支持力度，选取公共预算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额的自然对数度量；外商直接投资，选取按历年汇率换算后的FDI占城市GDP比重度量；环境规制，参考傅京燕和李丽莎的做法[25]，选取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3个单项指标，采用综合指数法来度量环境规制强度。具体方法为：①根据工业污染物排放（产生）量3个单项指标及工业增加值指标，计算单位工业增加值污染物排放量，对各污染物单位排放量进行标准化：。其中，为城市工业污染物的单位排放量，与分别为污染物在所有城市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为城市工业污染物的标准化值。②设定调整系数。鉴于不同城市间3种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和比重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给不同污染物赋予不同权重，以反映各城市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差异，设定方法为：，为工业污染物单位排放量平均水平。③计算各城市环境规制强度：。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直接采用“工业三废”排放（产生）量测度环境规制强度，因此越大，表明环境规制强度越小，反之则表明环境规制强度越大。
（4）空间效应分解
由于变量间存在空间关联性，SDM模型的回归系数不能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效应。基于此，本文参考勒沙杰和佩斯（Lesage & Pace）的做法[26]，采用偏微分法进行空间效应分解，将（13）式变换为：

其中，为阶元素均为1的矩阵，为阶单位矩阵，为所有解释变量构成的阶矩阵。对（14）式因变量关于第个自变量求偏导可得：

式（15）中，最右侧矩阵主对角线元素的均值为直接效应，表示本城市解释变量的变动对本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非主对角线元素的均值为间接效应（溢出效应），表示其他城市解释变量的变动对本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总效应为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之和。
3.面板门槛模型
[bookmark: _Hlk59266780]为了考察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是否存在环境规制、企业规模和政府支持力度门槛效应，本文采用以环境规制强度、工业企业规模和政府支持力度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开展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具体的面板门槛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为门槛变量，分别为环境规制、工业企业规模和政府支持力度，为示性函数，为门槛值。
（二）数据样本说明
考虑到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数据缺失严重且工业占比较小，本文选取2003-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不含香港和澳门）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广东科技统计年鉴》、《广东工业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城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所有涉及时间价值的变量均以2003年为基期进行平减。此外，本文参考刘章生等的做法[27]，将2003-2010年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调整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口径。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绿色创新效率的测算
本文运用MaxDEA8.0软件并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2003-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见表1和图2。2003-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均值为0.746，处于中高效率水平但未达到有效状态。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效率均值由2003年的0.709上升到2018年的0.789，年均增长0.72%。城市间绿色创新效率差异显著，年均效率值最高的深圳与最低的中山之间相差1.266。从9个城市来看，深圳、广州、惠州和东莞4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均值大于1，效率均值依次为1.563、1.155、1.142和1.052。深圳之所以具有较高的绿色创新效率均值，本文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它的工业或产业结构。按照钱德勒的说法，在基于科学的产业（Science-based industries）中，科学研究成果从产生到转化的时滞较短，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半导体产业和精细化工业都可归于此类产业，而这类产业正是深圳的工业主导产业，这也是为什么深圳从成立特区至今仅40年，其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均值能位居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首位的重要原因。





表1 2003-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测算结果
	年份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江门
	肇庆
	惠州
	东莞
	中山
	平均值

	2003
	1.268 
	1.387 
	0.408 
	0.387 
	0.350 
	0.149 
	1.173 
	1.031 
	0.227 
	0.709 

	2004
	1.312 
	1.459 
	0.492 
	0.431 
	0.431 
	0.159 
	1.195 
	1.073 
	0.304 
	0.762 

	2005
	1.225 
	1.445 
	0.625 
	0.395 
	0.295 
	0.219 
	1.201 
	1.051 
	0.257 
	0.746 

	2006
	1.249 
	1.511 
	0.645 
	0.389 
	0.305 
	0.176 
	1.165 
	1.003 
	0.263 
	0.745 

	2007
	1.157 
	1.540 
	0.662 
	0.244 
	0.442 
	0.183 
	1.126 
	1.037 
	0.255 
	0.738 

	2008
	1.141 
	1.559 
	0.546 
	0.432 
	0.389 
	0.139 
	1.147 
	1.060 
	0.262 
	0.742 

	2009
	1.115 
	1.546 
	0.579 
	0.344 
	0.330 
	0.136 
	1.128 
	1.060 
	0.324 
	0.729 

	2010
	1.070 
	1.621 
	0.534 
	0.359 
	0.270 
	0.187 
	1.140 
	1.086 
	0.309 
	0.731 

	2011
	1.063 
	1.628 
	0.633 
	0.338 
	0.291 
	0.151 
	1.180 
	1.050 
	0.328 
	0.740 

	2012
	1.075 
	1.635 
	0.556 
	0.243 
	0.217 
	0.191 
	1.197 
	1.038 
	0.264 
	0.713 

	2013
	1.093 
	1.630 
	0.581 
	0.210 
	0.252 
	0.139 
	1.200 
	1.007 
	0.240 
	0.706 

	2014
	1.151 
	1.622 
	0.605 
	0.368 
	0.340 
	0.190 
	1.176 
	1.013 
	0.279 
	0.749 

	2015
	1.126 
	1.616 
	0.621 
	0.371 
	0.288 
	0.250 
	1.126 
	1.057 
	0.309 
	0.752 

	2016
	1.127 
	1.564 
	0.629 
	0.498 
	0.407 
	0.344 
	1.061 
	1.083 
	0.336 
	0.783 

	2017
	1.140 
	1.615 
	0.671 
	0.557 
	0.411 
	0.321 
	1.053 
	1.082 
	0.427 
	0.809 

	2018
	1.168 
	1.631 
	0.658 
	0.498 
	0.310 
	0.368 
	1.006 
	1.097 
	0.362 
	0.789 

	平均值
	1.155
	1.563
	0.590
	0.379
	0.333
	0.206
	1.142
	1.052
	0.297
	0.746



[image: ]
图2 2003-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绿色创新效率雷达图

（二）空间计量回归分析
1.空间相关性检验
（1）全局空间相关性检验
基于空间邻接、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和研发能力4种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采用全局指数分别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全局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见表2。容易看出，基于4种空间权重矩阵下，2003-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指数均为正且至少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这也表明选取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是适宜的。
表2 2003-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全局指数及其统计检验
	年份
	
	
	
	

	
	Moran’s I
	P值
	Moran’s I
	P值
	Moran’s I
	P值
	Moran’s I
	P值

	2003
	0.636
	0.003
	0.682
	0.006
	0.693
	0.005
	0.649
	0.011

	2004
	0.613
	0.004
	0.663
	0.007
	0.674
	0.006
	0.630
	0.012

	2005
	0.626
	0.003
	0.654
	0.008
	0.668
	0.006
	0.619
	0.013

	2006
	0.569
	0.006
	0.600
	0.012
	0.613
	0.010
	0.568
	0.020

	2007
	0.607
	0.003
	0.653
	0.006
	0.663
	0.005
	0.617
	0.011

	2008
	0.611
	0.003
	0.662
	0.006
	0.666
	0.005
	0.643
	0.009

	2009
	0.642
	0.002
	0.693
	0.004
	0.699
	0.003
	0.669
	0.007

	2010
	0.660
	0.001
	0.713
	0.003
	0.715
	0.003
	0.699
	0.004

	2011
	0.637
	0.002
	0.685
	0.004
	0.689
	0.003
	0.667
	0.006

	2012
	0.668
	0.001
	0.712
	0.003
	0.717
	0.003
	0.693
	0.005

	2013
	0.647
	0.002
	0.691
	0.004
	0.698
	0.003
	0.668
	0.006

	2014
	0.601
	0.003
	0.646
	0.006
	0.652
	0.005
	0.625
	0.009

	2015
	0.617
	0.002
	0.657
	0.005
	0.663
	0.005
	0.638
	0.008

	2016
	0.588
	0.003
	0.632
	0.007
	0.635
	0.006
	0.617
	0.010

	2017
	0.540
	0.005
	0.586
	0.009
	0.588
	0.008
	0.575
	0.012

	2018
	0.536
	0.006
	0.571
	0.011
	0.575
	0.010
	0.557
	0.016


（2）局域空间相关性检验
[bookmark: _Hlk60561834][bookmark: _Hlk60344752]为了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局域空间分布特征，本文基于空间邻接权重矩阵分别绘制2003年和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的局域散点图（见图3）。可以看出，所有城市都位于第一、三象限，再次说明各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存在空间正相关。具体而言，广州、深圳、惠州和东莞位于第一象限（HH象限），说明这4个城市表现出高-高集聚特征；其余5个城市位于第三象限（LL象限），呈低-低集聚特征。为了进一步分析上述集聚现象是否显著，本文引入局域空间关联指标（LISA）进行考察。图4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局域LISA集聚地图（限于篇幅仅列出代表性年份的LISA集聚地图），且集聚区在5%的水平下显著。由图4可知，2010年深圳、惠州和东莞呈高-高集聚，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而2018年仅有惠州和东莞呈现显著的高-高集聚，其余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集聚现象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的高值主要显著集中在惠州、东莞和深圳等城市，且长期处于较为稳定状态。
2003
2018

图3 2003年和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局域散点图














图4 2010年和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局域LISA集聚地图
2.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与估计
（1）模型选择
[bookmark: _Hlk60253822]本文采用埃尔霍斯特（Elhorst）提出的“两步法”来选择适宜的空间计量模型[28]。首先，对非空间面板模型进行估计并进行LM和Robust LM统计量检验。由LM检验结果可知（限于篇幅未列出LM检验结果），LM-Lag、LM-Error、Robust LM-Lag和Robust LM-Error统计量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SAR模型和SEM模型同时存在，则考虑选择SDM模型，但需要进一步检验。其次，本文进行LR检验以判断SDM模型是否可以退化为SAR模型或SEM模型，检验结果见表3。容易看出，4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LR统计量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SDM模型不能退化为SAR模型或SEM模型，故应选择SDM模型。此外，Hausman检验结果（见表3）表明应采用固定效应。因此，本文最终选择固定效应SDM模型开展实证研究。
（2）空间计量模型估计
[bookmark: _Hlk60153589][bookmark: _Hlk60153554]由表3可知：第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在4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均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各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效应，即绿色创新效率不仅受本城市自身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受相邻城市或者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能力水平相似城市的影响。第二，空间SDM模型的回归结果明显优于非空间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与非空间面板模型相比，考虑了空间相关性的SDM模型的估计结果显著性更优。此外，本文还发现空间SDM模型的拟合优度明显高于非空间面板模型，这也进一步证实了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第三，基于不同权重矩阵的空间SDM模型的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非空间计量模型基本保持一致，表明空间SDM模型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第四，人力资本空间效应>地理邻接空间效应>经济发展空间效应>研发能力空间效应。基于人力资本、空间邻接、经济发展和研发能力权重矩阵的值分别为0.502、0.487、0.483和0.414，表明人力资本差距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最大，邻接距离和经济发展差距次之，研发能力差距对其影响最小。这也说明地理空间位置的相邻还不足以充分发挥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粤港澳大湾区某些城市间虽然相邻，但受交通发达程度、经济发展模式和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其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被削弱。而地理位置邻近且人力资本水平相似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较高的空间依赖，因相邻城市间人才的集聚与流动促进了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


表3 工业集聚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非空间面板模型
	空间面板SDM模型

	
	OLS
	RE
	FE
	
	
	
	
	稳健性检验

	
	
	
	
	0.487***
(5.73)
	0.483***
(6.13)
	0.502***
(6.57)
	0.414***
(5.00)
	0.485***
（5.76）
	0.506***
（5.97）

	
	0.310**
（2.54）
	0.311***
（2.69）
	0.295**
（1.97）
	0.444***
(3.97)
	0.291***
(3.61)
	0.328***
(3.96)
	0.249***
(3.15)
	0.103***
（4.11）
	0.353***
（3.21）

	
	-0.017
（-0.67）
	-0.021
（-0.85）
	-0.018
（-0.60）
	-0.058***
(-2.71)
	-0.033**
(-2.17)
	-0.040**
(-2.50)
	-0.027*
(-1.82)
	-0.003***
（-2.57）
	-0.042*
（-1.87）

	
	-0.293***
（-7.00）
	-0.284***
（-7.05）
	-0.268***
（-4.94）
	-0.067***
(-2.70)
	-0.038
(-1.60)
	-0.037
(-1.54)
	-0.050**
(-1.98)
	-0.061***
（-2.57）
	-0.053**
（-2.04）

	
	-1.278***
（-3.47）
	-1.260***
（-3.53）
	-1.115***
（-2.76）
	-0.453*
(-1.63)
	-0.461*
(-1.84)
	-0.439*
(-1.82)
	-0.474*
(-1.72)
	-0.514*
（-1.88）
	-0.923***
（-3.24）

	
	0.026
（0.53）
	0.028
（0.60）
	0.048
（0.76）
	0.015
(0.45)
	0.057*
(1.89)
	0.043
(1.41)
	0.086***
(2.92)
	0.027
（0.90）
	-0.006
（-0.18）

	
	2.602**
（2.20）
	2.344**
（2.11）
	2.750
（1.52）
	1.424*
(1.69)
	0.590
(0.66)
	1.149
(1.28)
	-0.110
(-0.13)
	1.733**
（2.08）
	2.260**
（2.29）

	
	1.679***
（6.03）
	1.624***
（6.14）
	1.677***
（4.31）
	1.541***
(8.64)
	1.236***
(7.32)
	1.223***
(7.32)
	1.320***
(7.64)
	1.472***
（8.84）
	1.232***
（7.11）

	
	-0.024
（-0.75）
	-0.027
（-0.89）
	0.002
（0.04）
	0.035
(1.06)
	0.129***
(4.22)
	0.122***
(4.00)
	0.129***
(4.19)
	0.037
（1.22）
	0.098***
（3.11）

	
	
	
	
	0.845***
(3.08)
	0.315*
(1.86)
	0.390**
(2.18)
	0.213
(1.35)
	0.218***
（3.67）
	0.644***
（2.57）

	
	
	
	
	-0.142***
(-3.04)
	-0.058**
(-2.04)
	-0.072**
(-2.34)
	-0.040*
(-1.65)
	-0.010***
（-3.66）
	-0.124***
（-2.65）

	
	
	
	
	-0.241***
(-2.89)
	-0.091
(-1.55)
	-0.084
(-1.54)
	-0.105
(-1.55)
	-0.223***
（-2.76）
	-0.274***
（-3.18）

	
	
	
	
	-0.232
(-0.43)
	0.096
(0.24)
	-0.063
(-0.16)
	0.395
(0.92)
	-0.494
（-0.89）
	-0.844
（-1.52）

	
	
	
	
	-0.113
(-1.56)
	-0.017
(-0.29)
	-0.039
(-0.65)
	0.023
(0.42)
	-0.100
（-1.51）
	-0.123*
（-1.80）

	
	
	
	
	6.800***
(3.70)
	4.448***
(2.84)
	5.254***
(3.38)
	2.652*
(1.75)
	7.466***
（4.25）
	12.769***
（5.53）

	
	
	
	
	1.261***
(3.01)
	0.684*
(1.72)
	0.625*
(1.72)
	0.908**
(1.99)
	1.096***
（2.81）
	1.074***
（2.73）

	
	
	
	
	-0.211**
(-2.52)
	-0.049
(-0.79)
	-0.046
(-0.75)
	-0.045
(-0.71)
	-0.205***
（-2.66）
	-0.135*
（-1.71）

	常数项
	0.947***
（3.84）
	0.959***
（4.06）
	0.757***
（2.63）
	
	
	
	
	
	

	Ｒ-squared
	0.684
	0.663
	0.704
	0..992
	0.990
	0.992
	0.989
	0.993
	0.994

	Log-likelihood
	
	
	
	115.064
	113.422
	116.195
	109.746
	117.850
	116.351

	Hausman检验
	
	802.78
[0.00]
	56.85
[0.00]
	117.79
[0.00]
	32.29
[0.00]
	454.09
[0.00]
	58.74
[0.00]
	165.99
[0.00]

	LR_spatial_lag
	
	
	
	53.93
[0.00]
	25.24
[0.00]
	30.70
[0.00]
	18.70
[0.01]
	58.29
[0.00]
	67.55
[0.00]

	LR_spatial_error
	
	
	
	123.00
[0.00]
	101.18
[0.00]
	107.20
[0.00]
	106.66
[0.00]
	126.82
[0.00]
	131.92
[0.00]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小括号内为t值或z值，中括号内为P值。以下各表同。
（3）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采用偏微分法对此效应进行分解，结果见表4。从基于不同权重矩阵的空间效应分解结果来看，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基本一致，表明在不同空间矩阵下的效应分解结果是稳健的。下文主要基于空间邻接权重矩阵的空间效应分解结果进行分析。
[bookmark: _Hlk60153693]由表4可知，工业集聚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0.687和-0.096，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直接效应呈现倒“U”型特征。当工业集聚度低于拐点值时，本城市工业集聚度的提升会对本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产生促进作用，而当工业集聚度达到拐点值后，工业集聚将会抑制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从间接效应来看，本城市的工业集聚对相邻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表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特征。从控制变量来看，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系数分别为-0.129和-0.471，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不仅对本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而且对相邻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产业结构和政府支持力度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系数均为负，但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系数为3.303和13.396，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所有制结构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所有制结构的提高会对本城市和相邻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产生促进作用；企业规模的直接效应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其溢出效应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本城市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对相邻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产生抑制作用。
表4 基于SDM模型的空间效应分解结果
	变量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总
效应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总
效应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总
效应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总
效应

	
	0.687***
（3.99）
	1.853***
（3.27）
	2.540***
（3.48）
	0.415***
（3.34）
	0.751**
（2.29）
	1.167***
（2.63）
	0.491***
（3.63）
	0.952***
（2.58）
	1.444***
（2.92）
	0.316***
（2.92）
	0.463*
（1.77）
	0.779**
（2.18）

	
	-0.096***
（-3.16）
	-0.294***
（-3.13）
	-0.390***
（-3.19）
	-0.054**
（-2.42）
	-0.121**
（-2.22）
	-0.175**
（-2.34）
	-0.067***
（-2.78）
	-0.156**
（-2.52）
	-0.223***
（-2.65）
	-0.038**
（-1.99）
	-0.075*
（-1.73）
	-0.113*
（-1.89）

	
	-0.129***
（-3.27）
	-0.471***
（-2.92）
	-0.601***
（-3.10）
	-0.067**
（-1.99）
	-0.176*
（-1.74）
	-0.243*
（-1.91）
	-0.065**
（-1.94）
	-0.169*
（-1.74）
	-0.234*
（-1.90）
	-0.076**
（-2.21）
	-0.182*
（-1.71）
	-0.258**
（-1.96）

	
	-0.535
（-1.31）
	-0.700
（-0.60）
	-1.235
（-0.80）
	-0.480
（-1.33）
	-0.156
（-0.19）
	-0.636
（-0.55）
	-0.509
（-1.42）
	-0.437
（-0.53）
	-0.946
（-0.81）
	-0.409
（-1.11）
	0.363
（0.47）
	-0.046
（-0.04）

	
	-0.009
（-0.18）
	-0.188
（-1.18）
	-0.197
（-0.96）
	0.062
（1.37）
	0.021
（0.18）
	0.082
（0.53）
	0.039
（082）
	-0.028
（-0.23）
	0.011
（0.06）
	0.102***
（2.58）
	0.094
（0.99）
	0.195
（1.52）

	
	3.303***
（2.76）
	13.396***
（3.33）
	16.699***
（3.31）
	2.053
（1.58）
	8.123**
（2.42）
	10.175**
（2.26）
	3.060**
（2.22）
	10.413***
（2.83）
	13.474***
（2.74）
	0.548
（0.50）
	3.896
（1.48）
	4.444
（1.26）

	
	2.015***
（7.97）
	3.584***
（3.88）
	5.599***
（4.91）
	1.594***
（6.77）
	2.165***
（2.94）
	3.760***
（4.04）
	1.593***（6.83）
	2.166***
（3.11）
	3.759***（4.22）
	1.643***
（7.04）
	2.198***
（2.92）
	3.841***
（4.09）

	
	-0.010
（-0.18）
	-0.339**
（-1.95）
	-0.349
（-1.56）
	0.135***
（3.02）
	0.029
（0.25）
	0.163
（1.06）
	0.129***
（2.76）
	0.033
（0.27）
	0.163
（0.99）
	0.133***
（3.28）
	0.016
（0.16）
	0.149
（1.10）


（4）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空间计量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为了避免因指标选取差异而造成的估计偏误，本文将工业集聚的度量指标替换为单位面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第二，考虑到工业集聚和绿色创新效率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文将工业集聚度滞后一期。由于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的估计结果近似，因此本文均基于空间邻接权重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分别见表3第9列、第10列。容易看出，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与基于邻接权重矩阵的SDM模型基本保持一致，表明空间计量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三）门槛模型回归分析
[bookmark: _Hlk60155170]前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了工业集聚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并证实了工业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那么这种关系会不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呢？基于此，下文将分别以环境规制、工业企业规模和政府支持力度为门槛变量，进一步考察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


1.门槛效应检验
在对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前，本文首先基于样本数据进行了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见表5。容易看出，环境规制、工业企业规模和政府支持力度分别在1%、10%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单一门槛检验，其门槛值依次为0.023、3.722和8.969，对应的F统计量为12.23、9.26和12.19，表明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环境规制、企业规模和政府支持力度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非线性特征。
表5 环境规制、工业企业规模和政府支持力度的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变量
	门槛类型
	门槛值
	P值
	BS次数
	F值
	不同显著性水平临界值

	
	
	
	
	
	
	1%
	5%
	10%

	
	单一门槛
	0.023***
	0.007
	300
	12.23
	11.991
	10.080
	8.652

	
	双重门槛
	0.275
	0.847
	300
	3.18
	17.276
	11.569
	9.764

	es
	单一门槛
	3.722*
	0.070
	300
	9.26
	16.159
	10.658
	8.546

	
	双重门槛
	2.210
	0.113
	300
	9.85
	12.702
	11.115
	9.989

	gs
	单一门槛
	8.969**
	0.037
	300
	12.19
	16.794
	11.181
	10.215

	
	双重门槛
	79.265
	0.153
	300
	10.52
	14.306
	12.202
	11.177


2.门槛模型估计
[bookmark: _Hlk60155038]由表6可知，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工业集聚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0.023时，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227，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门槛值后，其影响系数变为-0.062，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会受到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如果环境规制强度跨过门槛值，则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会由促进转变为抑制。原因在于：适当的环境规制有利于工业集聚通过技术溢出、合作竞争和资源共享等效应对绿色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但环境规制强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会引起集聚的企业之间竞争加剧而限制节能减排技术的合作研发，进而抑制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从企业规模的门槛效应来看，当工业企业规模低于3.722时，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而当工业企业规模越过3.722后，其影响系数显著为负。究其原因，企业的绿色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要求具备一定的规模效应，但规模过大的工业企业由于组织结构繁杂、自身规模庞大和管理官僚化，使得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低下，因此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集聚会对绿色创新效率产生抑制作用。对于政府支持力度门槛变量，当政府支持力度低于门槛值8.969时，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081，但不显著；当政府支持力度跨过门槛值时，工业集聚度每增加1%，绿色创新效率显著提升0.137%。原因在于：其一，工业集聚能够实现交通物流、邮电以及科研与技术服务等基础设施共享，而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有助于促进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因此当政府支持力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工业集聚有助于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其二，政府支持可以降低企业从事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成本和风险，鼓励工业企业加大对绿色技术的研发与投入，进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
表6 面板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环境规制门槛
	企业规模门槛
	政府支持门槛

	
	-0.367***
（-6.33）
	-0.344***
（-5.86）
	-0.320***
（-5.47）

	
	-1.631***
（-4.01）
	-1.560***
（-3.78）
	-1.360***
（-3.30）

	
	0.001*
（1.93）
	0.002***
（3.75）
	0.001***
（2.76）

	
	2.036
（1.24）
	1.691
（1.02）
	2.173
（1.32）

	
	1.177***
（3.35）
	1.112***
（3.13）
	0.785**
（2.23）

	
	0.053
（0.88）
	0.118**
（2.01）
	0.112*
（1.93）

	
	0.227**
（2.38）
	-0.014
（-0.27）
	-0.081
（-1.52）

	
	-0.062**
（-2.20）
	-0.445***
（-2.64）
	0.137*
（1.86）

	常数项
	1.317***
（5.39）
	1.140***
（4.58）
	1.056***
（4.26）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能源和环境作为投入要素纳入Ushifusa & Tomohara（2013）产出密度模型，对工业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进行了数理阐释，进而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2003-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工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1）2003-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均值为0.746，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城市间绿色创新效率差异显著，年均效率值最高的深圳与最低的中山之间相差1.266。
（2）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呈现倒“U”型特征，当工业集聚度低于拐点值时，工业集聚度的提升不仅会对本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产生促进作用，而且会促进相邻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而当工业集聚度达到拐点值后，集聚会抑制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bookmark: _Hlk60406343]（3）工业集聚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环境规制强度、工业企业规模和政府支持力度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非线性特征。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工业集聚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合作，以协调发展新理念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绿色技术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要共同推进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群建设，促进绿色技术的溢出与扩散。深圳应充分发挥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技术创新中的龙头作用，重点攻关前沿的绿色生产技术，加强与周边城市开展基础性的绿色技术合作，以促进湾区协调发展。
（2）重视工业集聚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特征，充分挖掘集聚的正外部性。在工业集聚初期阶段，要打破城市间的市场准入壁垒和技术封锁，加快推进工业集群式发展，以发挥资源共享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随着工业集聚程度的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要注重产业错位发展，避免同质性产业间恶性竞争，同时要加快推进工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充分发挥集聚的合作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
（3）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推动工业协调集聚发展。鉴于不同条件因素下工业集聚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各城市应根据自身的地理区位、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高校科研机构研发实力和技术水平等因素，因地制宜地制定合理的工业发展战略，切实发挥工业集聚的正外部性，进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
（4）加快政策体系顶层设计，融合粤港澳三地优质资源打造绿色技术创新高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充分发挥香港高校科研实力雄厚的优势，以弥补粤地在基础性研究方面的短板。粤港澳三地政府应合作制定包括污染排放交易价格与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在内的相关政策，以最佳组合达到减排目标，让粤港澳大湾区致力于建设宜居宜业宜游湾区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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